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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當我閱讀完王志弘教授的這篇文章之後，坦白地說，感到十分無

奈。無奈不是衝著王教授，而是對我自己，感嘆自己沒把自己的想法以

簡潔的方式寫得能夠讓別人清楚而容易地掌握，如此，或許才不會引來

誤讀。然而，一往深處想想，在許多人並沒有與我分享著共同的理解基

礎的情況之下，整個認知架構天南地北，被誤解或誤讀看來好像也是難

免的。

事實上，自從我那兩本書（我指的是《進出「結構－行動」的困

境》與《邁向修養社會學》）出版以後，這些年來，類似王教授這樣的

批評，我聽到和看到的不知有多少。對此，我一直保持沉默，沒有做任

何具體的回應。2013年間，我應邀在上海大學主辦的雜誌《社會》發表

了一篇論文，名為〈拆解「結構－能動」的理論迷思─正負情愫交融

現象的理論意涵〉，同時，也以更多的篇幅在《象徵交換與正負情愫交

融─一項後現代現象的透析》一書中更為詳細地加以描述（葉啟政 

2013a, 2013b），對諸如王教授所批評的那些概念、議題與論點基本上

都有所闡述，算是對過去種種的「誤解」批評做了一個簡扼的總回應。

相信，倘若先前王教授有機會看過這兩份資料，尤其，閱讀過最近范綱

華教授（2014）所主編之《本土理論再想像》一書中諸多的論文，評語

應當就不會是他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這麼個樣子了。不過，我沒有理由

要求王教授先看過這三份資料，再說，事實上，我也不敢那麼肯定，即

使王教授看過了，他就真的會有了不同的看法，畢竟，我們的基本認知

模式似乎是南轅北轍的。總之，底下，我謹就王教授的評論，擇其要者

提出回應，而無法一一予以細論。至於我對西方（特別是英國）社會學

有關「結構／能動」二元論（性）的如是說法所提出之更詳盡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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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看法（包含歷史性的回顧），很抱歉，就不得不敬請讀者們逕行參

考上面所提到的三份資料了。

二、 互斥對彰並存之「斷而再斷」二元觀─
王教授對「社會」圖像的基本認知模式

王教授主要透過Callinicos在《製作歷史》（Making History）一書中

所提出的論述來做為證成其所膺服之批判實在論的典範，提出了所謂的

結構與行動雙元實體觀。王教授同時也援引了Archer和Giddens的觀點，

認為『結構是自主獨立（於人類行動者）、事先存在（但會演變）、具

有因果效力的實體，也是具有系統整合效果的關係』1（p. 157）。進而，

王教授更引用Callinicos之結構能力的概念，指出『個體的行動能力乃取

決於其在社會結構中占有的位置；因此，結構並非只是限制，還涉及了

力量的賦予。再者，作為力量與趨勢的社會結構，必須通過人類的意向

性行動來運作』（p. 156）。這麼一來，『結構和行動皆具備自主性和

因果力量，彼此密切相關，但不能相互化約』（p. 177）。就在確立了

這樣之認知模式具有著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前提下，王教授寫下了

這樣一種具結論意味的說法：『總之，Callinicos以簡潔的方式，嘗試既

保持結構與行動的二元性，又通過結構能力來扣接雙方』（p. 157）。

在此，我從兩個不同層次來關照這樣之二元互斥對彰並存、並予以

實體化的「斷而再斷」觀。2 首先，縱然接受了這樣之具「斷而再斷」

性質的二元實體觀，我們也實在沒有任何必然的理由，認為非得通過結

1 底下，凡是使用『』者，均是直接引自王教授之文章的文字。

2 在范綱華教授（2014）所主編的論文集中，諸多論文對我這四十年來的思想有了

我個人認為是相當中肯、且具建設性的評論，讀者們有興趣的話，不妨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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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能力才能扣接結構與行動的二元性。或者，退一步說，我們找不到任

何足以完全說服人們的論點來宣稱「通過結構能力來扣接結構與行動的

二元性」有著（理論或現實上的）必然優先性。換言之，我們也可以轉

個角度從行動者的能動力（agential power）角度來扣接結構與行動的二

元性。3 撇開是否採取二元實體觀的問題不說，我所以強調「修養」，

實則即是分享著以此一行動者的能動性作為思考「結構／行動二元性」

議題的分離點立場，而把人所可能具有的「修養」能力當成是展現能動

性的一種深層稟性，它是人所具有足以產生動能的一種潛勢狀態（參看

葉啟政 2008: 123, 152, 313-314, 316-317, 320）。

其次，問題的核心當然是移位到「結構／行動二元性（論）」的基

本認知模式上面了，這涉及的是攸關認識論的層面，也正是王教授批評

的重點。對此，首先我要闡明一個基本立場，即：不論持有著「斷而再

斷」的二元實體觀（如西方社會學的主流觀，也是王教授的觀點）或

「斷而未斷」的二元搓揉摩盪觀4（即我採取的立場），都不宜把自己

3 從這樣的角度來關照「結構／行動」的對彰現象，不但內涵在Giddens（1979, 

1984）所提出之具微分性質的二元性（duality），也早已見諸於Bhaskar（1979: 

146）的論述之中，而這更是具體地展現在Archer（1995, 2000, 2003, 2007）之具積

分性質的二元論（dualism）的論述當中。Archer這位最主張「結構／行動」二元互

斥對彰實體觀的社會學者，甚至曾經以專書的方式專一地來討論能動性（Archer, 

2000）。即使是Giddens（1979）之結構化論所討論的重點也是以「行動」為主軸

的。為了節省篇幅，我對其他諸多從行動者立場出發的簡扼摘要說明，可參考范

綱華（2014: 164-167）。至於有關二元性與二元論的區分，參看葉啟政（2004：第

七、八章）。

4 容或如此一般之「斷而未斷」的二元搓揉摩盪觀多見於東方世界（如印度與

中國），但是，卻絕非是東方思想的專利，現代的西方學者，如法國人類學家

Dumont（1986: 227, 1992: 417-418）所提的「對反相互涵攝（the encompassing of the 

contrary）的階序」觀，就是表現著「斷而未斷」之二元搓揉摩盪觀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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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是「科學」上帝的唯一代理人，可以一手拿著聖經（所謂的科學知

識）來宣示「真理」，而另一手則拿著劍砍殺與自己有著不同認知模式

或預設立場的人。這樣對「科學」持有著高度「真理」信念、動不動以

自己所肯認的所謂「科學」認知模式來審判別人的刑以正「法綱」，基

本上是一種暴力形式的表現，絕對不可取。相對於此，在我的認知裡，

一旦爭論涉及的是認識論（或更深層之哲學人類學的存有預設）上面所

持有之立場分殊的課題，基本上是無涉孰對孰錯的問題，其所涉及、且

較多有的，只不過是諸如啟發性、意義妥貼性、文化關聯性、或心理感

應性等等的課題。

顯然的，在這樣之基本認知態度的支撐下，一旦採取的是「斷而未

斷」的二元搓揉摩盪觀的話，自然是把「斷而再斷」的二元實體觀予以

懸擱而不論，於是乎，到底「結構」是否具有著外在於人而存在的實體

性，其實就不是那麼重要，甚至是不需要提問到的。尤其，假若關照的

起點被安頓在「人本身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上面時，情形更是如此，

因為，此時，倘若真要關心所謂「結構」時，即使運用批判實在論的說

法，重點乃在於人們所認為的「結構理路」，特別是由此撐出之「機

制」（mechanism）所「客觀」地內涵的理路，如何為人們所體認、把

弄、搓揉著。這也正是我所以主張，結構可以看成是一種具「緣便隨

制」性質的條件軌跡，其作用會是如何，乃有待人們所具有之洞識的

「勢」與「機」了。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結構（理路）只是形構成

為人們必須面對的「命運」而已，頂多是如Nietzsche所說的，人們必須

熱愛著它（amor fati），但是，導引權還是在於人自身。職是之故，在

這樣之認知模式的支撐下，（特別是具實證傾向的）客觀主義者一向對

結構「機制」的理路所認定那種無所不在、無所不及之具全稱性的作用

（不管使用的是「制約」或「賦能」）基本上是無效，也無意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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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更不是關心的重點，甚至是必須予以懸擱。

行文至此，我要說的是：我所以從「修養」概念出發來審視過去的

西方社會學思想，只是企圖「翻轉」西方主流社會思想的慣性認知模

式，改而從人自身的立場出發重新來剖析「人」與「社會」的關係，如

此而已。因此，當王教授寫道：『葉啟政所論之具自主性的人，強調孤

獨心境和修為，力求迴避結構性、外在關係性的牽涉，但這可能使得人

的屬性或特質，皆只能從個體上來掌握，失去了社會性；亦即，為了避

免淪為「結構」框限下的「均質人」，卻喪失了「社會人」的定位』

（p. 161），對我來說，基本上是失卻準頭的。我要說的是：即使使用

著「孤獨」與「修養」此二被視為「極端」個體化、且具「非凡例外」

特質的概念，我也還是看不出，從人自身作為行動者的立場出發重新來

剖析人與社會的關係，為什麼即是『失去了社會性』的考量。在我的認

知裡，這一樣地是具社會性的，甚至也並沒有完全揚棄「結構」一概念

所可以衍生的作用角色，我只不過轉移了一個角度來考察而已，頂多只

是「軟化」、「輕盈化」了「結構」的概念。過去的西方社會學思維

（甚至包含所謂的批判實在論者）給了「結構」一概念過多的重量、厚

度、強度，以至使得它成為是一個無所不在、無時不及的概念「巨靈」。

總之，我始終認為實在沒有任何堅實的理由，非得讓我們主張「一

定要遵從某種特定的立場才是正確」這樣的說法。換句話說，既然上述

的只不過是兩種認知著力點對反的社會學想像，那麼，我們似乎就不宜

帶著濃厚之宣示「真理」的姿態，以盯住其一被認定為具唯一絕對真理

性的命題來譴責、甚至完全否定了另外之一。假如此二不同的社會學想

像有著可資比較的價值的話，我們也只能就孰者有助於人們「妥貼」地

掌握著歷史（或時代）的文化啟承脈絡，以俾帶來更多、且更豐富的啟

發、想像與感受空間以資討論，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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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抵拒結構巨靈的東方修養出路』的說法

是一種失真的誤解

在此，我要指出，談論修養，甚至把它看成是重要的課題，並不是

東方思想的專利。回顧整個西方思想的發展，從古希臘以來，修養（因

而，認識、關心、以至照顧自己）一直就是西方人也一樣地予以關心與

重視的課題，當年我所以在《邁向修養社會學》一書中特別闢了一章從

Foucault談起，實即有表達這樣之看法的意思。假如我們再特別關照到

十九世紀Nietzsche的「超克人」（Übermensch）概念，並視為理解當代

人類文明的一個深具啟發性的分離點的話，那麼，「修養」一概念（繼

而，「孤獨」一概念）更是有著讓人重視並細思的關鍵概念。5 有了這

樣的理解之後，就可以明白我所以引述過去中國文化傳統所彰顯的一些

概念，最主要的用意其實只是充當一種因勢便宜轉借的觸感策略，讓深

受承受中國文化薰陶的讀者們可以孕生更深刻且豐富的感應，當然，也

希望藉此展現出運用類似這些的概念來重構社會理論的可行性與適切

性。對我來說，這正是社會學「本土化」的重要一環。

其次，我必須非常鄭重地提醒著，不是一提到修養，即意味著碰觸

到的只是規範性主張，而非具實然性質的分析。自從我提出修養作為一

種具潛勢能量的深層稟性來展現人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之後，在同僚之

間引起的最明顯誤解即在於此，認為我談的是屬於道德倫理性的應然規

範問題，不是實然性的社會分析。在此，我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當古

典社會學大師Durkheim提出「社會事實」一概念時，他即明白地告訴

我們，社會事實即是道德事實。很明顯的，Durkheim一則是把Kant之具

先驗哲學意涵的道德性予以「社會先驗化」，二則是呼應了十九世紀

5 相關的討論，參看葉啟政（201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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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telet所提出之道德統計（moral statistics）一概念。他意圖告訴我們

的是，應然性的道德倫理其實是一種具社會實然性的事實，經得起實徵

性的考驗的。準此，縱然修養可能、也可以、甚至勢必涉及到具規範性

的道德倫理課題，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只要運用「修養」一概念來審

視人的行動與社會現象即是做了規範性的主張。總之，在此，我要特別

再強調一次：修養可以是人們所具有之一種實然性的社會（心理）現

象，情形就像在我撰寫此一回應文章的當下此刻，它正表現在我的用詞

遣字裡頭一般。

至於當我論及「修養」概念時，曾經不斷地引用釋儒道三家的經典

文獻做為依據來申述，王教授即認為這『偏向哲思論證，而較乏立足本

地具體脈絡的社會分析』（p. 161）。一樣的，這樣的論證實有商榷的

空間。首先，我要提出的是：具具體脈絡的社會分析必然是與哲思論證

截然兩分，且那麼需要有著涇渭分明而不可侵犯的各自領域嗎？難道任

何具具體脈絡的社會分析不需要某種哲學性的命題、預設或概念來做為

基礎嗎？我的答案是「不是」的；倘若王教授認為答案是「是」，那

麼，我們的對話就到此為止，沒有再繼續爭論的必要了。

對我來說，即使援引來自儒道三家的諸多概念有著一定（哲學意

味）的抽象度，並不等於表示不能用來形容（或形塑）人們日常生活世

界裡的種種具可經驗實徵的行止與感受，至少在語用的面向上，特別對

承受著中華傳統文化薰陶的人們來說，它始終是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的。君不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裡，人們不是經常使用著諸如氣勢、

神韻、力道、機緣等等的概念嗎？難道就只因這些（來自本土的）概念

乃源自儒道三家經典，且又有著一定的抽象度，一旦運用來勾勒人們在

現實世界裡一直可能具有的修養深層稟性，立刻就有著正當性可以被判

定是『較乏立足本地具體脈絡的社會分析』了嗎？以這樣的認知方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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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具體脈絡」與「社會分析」，難道不會有嫌過於苛刻、偏狹，而

且偏向於過度「客觀化」的淺層表象主義了嗎？

寫到這兒，我想我需要特別為所以提出「孤獨」一概念作為架設

人（特別現代人）之存在的論點簡單地說幾句話。所以會這麼地說基

本上是對Beck夫婦所提出之「個體化乃是構作現代社會的結構原則」

這樣之命題的一種更前進一步的說法（參看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02）。基本上，這是依著這樣的結構理路對人的存在情境從事一種具

外衍性之演繹的思維功夫，簡單地說，即是以孤獨這樣的身心狀態（並

非實際離群索居的孑然一身狀態）作為理解當代人之身心處境的典範樣

態，這自然是非凡例外，其意義猶如Weber用來作為啟發人們（當然特

別是社會學家）之感知與想像空間的理念型。因此，這是承認社交性

（sociality）存在的一種「孤獨」概念，只不過是把Simmel視社交性為

人之所以存在的哲學人類學知基本存有命題移了位，如此而已（參看葉

啟政 2008: 311）。我個人一直深信著，這樣的移位將有助於我們更能妥

貼地理解當代人，也更能彰顯Nietzsche以「孤獨」概念架設出之「超克

人」一概念的現代意義（特別是具社會學性的意義）。總之，我的「孤

獨」一概念與「修養」一概念一樣，絕對是具社會性的，也必然是面對

著結構（更恰確地說，應是結構理路）的命運考驗的。經過這麼簡扼的

說明，於是乎，以『孤獨修養之論，就一般理解而言，乃源於士大夫菁

英傳統，實有其特定歷史指涉與實踐條件』（p. 161）這樣的論斷來評

論我所意圖意涵的「孤獨」與「修養」概念，就不免顯得是打錯了靶。

對我而言，孤獨與修養可以、也可能存在於任何時代的任何人，並非局

限於（特別中國古代）士大夫菁英階層。所以在認知上有了這樣的「定

見」，看起來似乎是與一般人對傳統士大夫形象的刻板想像所致使的

吧！一樣的，孤獨與修養絕不是士大夫菁英階層特有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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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的社會學論述具普遍效準性嗎？何以故？

我先引述王教授的一段話：『⋯⋯立足於西方經驗的西方理論，以

其抽象化力量試圖掌握人類社會的共通性，但面對歷史積澱的差異而力

有未逮。然而，本地歷史與脈絡的差異，卻無法全然否定西方霸權主導

性，以及西方理論在掌握人類共通性時的一定成效。因此，無論是出於

與霸權對話（協作、挪用、批判）的必要，或是借用西方理論已然掌握

的人類共通性為出發點，都無法迴避西方觀點。』（p. 177）王教授又

提到：『葉啟政為了大開大闔的建立本土（東方）的替代視野，力排西

方理論，但在過程中不得不與之對話（提出批判）。』（p. 175-176）

在此，我要特別強調，我所以有本土化的主張絕非可以以「東方取代西

方」或「本土取代外來」這樣「以甲取代乙」的簡單替代論來看待。事

實上，從整體人類之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只要稍有「世界觀」的

人，任誰都不會這麼天真地支持此種替代論的主張的。相反的，任誰都

看得出，至少從十九世紀以後，以科技理性為主導的歐美現代文明有著

幾近絕對優勢的主導地位，它自然是一個霸權，甚至可以說是決定著今

天所謂「全球化」之內涵的基本歷史─文化基素。顯而易見的，就知

識經營的立場來看，處於所謂邊陲地帶的我們，絕對是不得不與歐美的

主流知識體系對話，也不得不認真學習的，問題是怎麼對話與學習，以

及怎麼看待歐美主流知識體系，而這正是我長年來討論的重要課題。過

去我說的已夠多了，在此實無再重複敘述的必要。底下，我只針對王教

授主張「西方理論已然掌握的人類共通性」這樣的見解從兩個相關聯的

層面簡單地提出不同的意見。

首先，讓我採取保守的態度把討論的焦點侷限在涉及到有關人之行

為與社會現象的知識（以下簡稱「人文知識」）上面。就此，我一向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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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Gadamer（1975）的見解，認為任何的人文知識都是受到特定時空條

件影響的文化產物，具有著一定的歷史質性（historicity）。很自然的，

西方的社會學知識也不例外，它可以說是承載著「歷史」（包含社會發

展史與社會思想史）的重量、並加諸在整個西方人身上所引發出來的文

化性反應。換句話說，西方的社會學知識反映的，是西方人在特定時空

背景下（如古希臘思想傳統、經院哲學、文藝復興思想、啟蒙理性、科

技發展、資產階級興起等等）對自身之社會處境的問題意識、認知進路

模式以及可能的化解策略等等。當然，這中間涉及的有些可能是具有了

所謂「普遍性」的現象，但是，在認知上，基本上都不可能不帶有著特

定的文化色彩的。因此，我們實在不宜只因現象是普遍的，就連帶地認

定其所提出的描繪、解說與歸因等等就是『共通的』，具有普世的效準

性，像物理學中的運動定律一般。

回顧十九世紀以來的人類文明史，我們看到的毋寧地是，在（科

學）理性主導下，西方現代文明具有著絕對的優勢，而正是這樣體現在

科技層面上的絕對優勢帶動出了「文化優勢擴散」的現象（參看葉啟政 

1985）。此一文化優勢的擴散作用終於導使了非西方社會產生了幾近全

面性地向西方社會學習與靠攏的「普遍」現象─即「現代化」，連帶

地造就了「全球化」。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底下，來自西方的人文知

識自然增加了更多看起來彷彿是有效的解釋力道。然而，這樣的力道所

展現的終究只是一種歷史現象而已，實在難以輕易地被等同於是超越時

空的「普遍真理」，其看似普遍的效準性只是特別地被「全球化」的歷

史趨勢所包裝、撐張著，到頭來還是要經過歷史考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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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後想說的一些話

由於篇幅的限制，最後，讓我以一段簡扼的話語充當我的回應總

結。這話是：王教授完全忽視論述有著不同的關懷層次、書寫的身心狀

態、迥異的存有預設與認知模式等等的差異，而單純地企圖以自己所

「信仰」的批判實在論作為絕對基礎來進行批判論述。如此一般的作為

平面化了整個比較設準，加以他似乎又毫無以擬情（empathy）的同理

心來看待不同取向之論述的意思，因此，他對自己所設定之論述對象的

任何批評，總難免令人感覺到有著貶抑的意味，而這恰恰是許多以比較

為名之所謂「研究」最常見的作法，我個人深引為忌，也頗感憂慮。再

說，為什麼非以所謂的批判實在論作為基準來進行批判，實在也有必要

給個足以說服人們（至少說服著我）的理由（譬如，闡述著所以選擇從

批判實在論者之核心招牌概念─「機制」作為結構理路的立場來進行

「批判」的必要性或特殊意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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